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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耶穌會士
在穗澳地區的圖書出版活動

*潘劍芬，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現在廣州市海珠區博物館工作。

16世紀末，耶穌會士隨歐洲商船到達澳門，並試圖通過廣州進入內地傳教。為了更好地促進傳教

事業的發展，他們出版各種有助於傳教的書刊。1581年，耶穌會士羅明堅首先在廣州用中國雕版印刷

術印行書籍，拉開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進行出版活動的序幕。1588年，范禮安把西方先進的活字印刷

機器帶到澳門，澳門也因此成為近代鉛印設備傳至中國的橋頭堡。本文以羅明堅、利瑪竇和范禮安在

穗澳地區的圖書出版活動為主線，勾勒出明朝末年耶穌會傳教士在穗澳兩地的出版活動概況。

1 6 世紀末，天主教耶穌會士隨歐洲商船來中

國，首先到達澳門，並試圖進入內地傳教。由於中

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文化的衝突及中國政府的禁教政

策，傳教士的活動舉步維艱。被譽為“中國的傳教

之父”的范禮安在詳盡地瞭解中國國情之後，徹底

改變了耶穌會的傳教方針，提出與其使中國人葡化

不如使傳教士中國化的適應性傳教策略。在這種傳

教策略的指導下，羅明堅等傳教士首先認識到了書

籍這種“啞式宣教法”對於發展傳教事業的重要性：

因為書籍是最能言的，又是最有效的，它能責

備中國人生活的無系統，而不致傷及他們的雅意；

它能光照他們的心地，而不致和他們的理智發生衝

突；可以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認識真理。利瑪竇

也說過：“在中國有許多處傳教士不能去的地方，

書籍卻能走進去，並且依賴簡捷有力的筆墨，信德

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裡行間，透入讀者的

心內，較比用語言傳達更為有效。”（1）

基於這種認識，耶穌會士為傳播天主福音，一

次次衝破朝廷禁止西洋人印書的禁令，首先在澳

門、廣州等地拉開了出版活動的序幕。然而，此舉

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傳教士們始料未及的：他們未

能使中國基督教化，卻促成了澳門印刷出版業的發

軔，並且把西方先進的活字印刷機器帶到了澳門，

使之成為近代鉛印設備傳至中國的橋頭堡。

羅明堅：在華出版中文書籍的歐洲第一人

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 le  Ruggie r i ,  1543-

1607），字復初， 1543年生於意大利拿波里威諾沙

教區斯皮拿卓拉鎮（Spinazzola），在拿波里攻讀民

法與聖教法十年之久，獲以上兩個法學博士學位，

後在羅馬神學院修神學一年。（2）羅明堅在天主教史

上創造了多個第一：他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的西

方傳教士；1581年，他在廣州翻譯、出版了拉丁文

版《三字經》，成為在華翻譯並出版中國著作的第一

位歐洲人；1 5 8 4 年，他在澳門出版了其中文著作

《天主實錄》，是第一本由歐洲人出版的中文書籍；

1585年，他在澳門出版了《拉丁文-中文辭典》，這

是西方傳教士編著、出版的第一部學習中文的工具

書。正是這位著名的漢學先驅  　 羅明堅掀開了西方

傳教士在華學習中國語言、用中文撰書出版的序幕。

一、羅明堅學習中文

1579年，印度省視察員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 S. J.）希望在中國啟動傳教事業，要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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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路易．羅特里高．威桑德（P .  R u i  R o d r i g o

Vicente）委派一位神父前往中國。當時在馬拉瓦爾

（M a l a v a r）傳教的羅明堅因此而被指派到中國傳

教。 1579 年 4 月，羅明堅由交趾港口乘船前往中

國，於 7 月到達澳門，並按照范禮安的書面指示，

“盡心學習閱讀、書寫與講中國語文”。（3）他於1581

年 11月寫給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書的信中訴說了學習

中文的艱辛：“中國語文非常難學，超出其他任何

國家的文字，因為它無字母，字又多得不可計數，

可說世界上有多少字，它也有多少字，因此可知是

如何地難學習了。”（4）他甚至認為：“中國人為能達

到相當水準，也須讀十五、二十年不可。”（5）當時

羅明堅已是三十多歲，承受巨大的壓力去學習一門

如此難以掌握的語言，其中艱辛可想而知。但他憑

着驚人的毅力，僅僅兩年時間，漢語水準就取得了

令人側目的進展。他在 1581年的信中寫道：“在服

從之下，我盡力學習，托天主的庇佑，目前我已認

識了一萬五千中國字，逐漸可以看中國書籍了。” （6）

由於羅明堅從一開始就學習官話而不是當地的方

言（7），因而很快就能閱讀並翻譯中文書籍，進而在

中國人的幫助下開始用中文撰寫教理書籍。

二、歐洲人在華出版的第一本拉丁文書籍   　

《三字經》

有學者認為，歐洲人在中國最先印行的書籍是

1590 年於澳門出版的 De Mis s ione  Lega 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關於日本使節

朝拜羅馬教廷的對話》，或譯為《日本使節赴羅馬教

廷日記所載的對話記要》、《天正遣歐日本使節旅行

記》、《天正遣歐使節記》〕（8）。事實上，這種說法

值得商榷，因為羅明堅早在 1581年就把一本中文典

籍譯成拉丁文，並在廣州印行。羅明堅於1581年11

月 12日發信給麥爾古里亞諾神父，並隨信把這本書

寄給他。羅明堅在信中寫道：

目前我已認識了一萬五千中國字，逐漸可以

看中國書籍了；且於 1581年我曾到廣東省會廣

州小住，曾翻譯這本中文小冊子，茲祇給您寄去

一本，使您可以知道中國字的寫法，同時對中國

人的智慧與能力有所瞭解，並也曉得天主如何使

這外教民族深悉倫理道德，以及如何教育他們的

子女去實行。中國人沒有哲學，但有生活與行動

的格言去遵守奉行。我的拉丁文不精，但相信辭

尚能達意，是我在廣州百忙中移譯與印刷的。這

本書不大，與其它的中文與西文著作不可同日而

語，但內容豐富，甚受中國學人們的推崇。（9）

羅明堅把中文書隨拉丁文版一起寄給並不認識

中文的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是為了讓他“知道中國

字的寫法”，又希望麥爾古里亞諾神父通過閱讀拉

丁文版瞭解中國人的智慧與倫理道德。這究竟是一

本甚麼書呢？羅明堅在信中並未直接指出此書的名

字。羅明堅在 1582年又把此書寄給耶穌會總會長阿

桂委瓦神父，他在 1583年 2月寄給總會長的信中寫

道：“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書，並附有拉丁文翻

譯，從它神父您可以知道中文的情形。”（10）信中仍

未指出書名。據裴化行考證，羅明堅 1582年寄回羅

馬的拉丁文譯本應該就是《三字經》。（11）

根據羅明堅給麥爾古里亞諾神父的信件內容，

大致可獲悉下列三點：1）這是一本關於中國倫理道

德的書籍，含有中國人“生活與行動的格言”，可作

為教育子女的教材。2）篇幅不大但內容豐富。3）甚

受中國學者推崇。

應該說，以上三個方面都與《三字經》的內容特

點相符。由此可知，歐洲人在華印刷的第一本書籍

就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三字經》。 1581年在廣州

付印的拉丁文版《三字經》，掀開了西方傳教士在華

出版書籍的序幕，羅明堅則是翻譯並且出版中國經

典著作的第一人，可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先

驅。

三、歐洲人在華出版的第一本漢文書籍  　

《天主實錄》（12）

羅明堅於 1584年 11月出版的《天主實錄》，被

徐宗澤稱為“西士華文著述之第一書”。（13）在此之

前他已翻譯並出版了《天主經》、《聖母經》和《天

主十誡》等傳教單張，但這些印刷的單張不能稱為

書籍，因而《天主實錄》在“西學東漸”中具有重要

地位；它又是歐洲人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

籍，在中國印刷出版史上亦具重要意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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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1 年，羅明堅和澳門神學院院長高麥滋合

作，“用拉丁文撰寫了一本要理問答  　 原名“世

界起源簡史””，拉丁文書名為 V e r a  e t  B r e v i 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XIV。 1582年，羅明堅

開始將這本《要理問答》“譯成中文，作為介紹天主

教要理的橋樑”。（15）中文書名為《天主實錄》。此

書主要參考了他過去讀書時使用的教理講義，但羅

明堅並不是機械地翻譯，而是努力嘗試用自己的語

言來表述天主教思想。由於中文水準有限，羅明堅

請了一位生於福建的司書來幫忙編輯，“寫的時候

是先將拉丁文譯成中語講給這位司書聽，然後他按

照所領略的程度，而寫成中文”（16），成書後再由羅

明堅複閱修改。一直到“1583年年尾，羅明堅（對

《天主實錄》）的複閱工作方始完畢，以後又由利瑪

竇和一位肇慶知府的儒士〔據張奉箴考，此儒士為

福建郢潤，但據利瑪竇的書信可知，此書亦經由嶺

西道尹王泮為其潤色 　  筆者註〕，修改了四五個

月的工夫，這才粗（初）具規模”（17）。1584年2月，

羅明堅於澳門致信告知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現

在我已校正了我的《新編天主實錄》（18），是用中文

撰寫的，用了四年功夫，曾呈獻給中國官吏批閱，

他們曾予我褒獎，要我趕快印刷，越快越好；視察

員與其他神父都審察了一番，認為沒有問題，也讓

我趕快去印刷。”（19）羅明堅於當年 9月 21日把他的

中名寫在序文上，標誌着此書的最後定稿，“印刷

工程是在 11月 27或 28日完工”。（20）這樣，羅明

堅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出版了第一本用中文介紹

天主教教義的著作  　 《天主實錄》。

（一）中西合璧的內容與形式

1）扉頁：這本教義問答被冠以地地道道的中文

書名“新編天主實錄”，扉頁上中西合璧，中間靠上

是一個橢圓形，中心是十字架及耶穌會標誌 IHS，

圍繞着它有一句拉丁語贊美詩“A SOLIS ORTV

VSQUE AD OCCASVM LAVDABILE NOMEN

DOMINI PS: CXII”。橢圓形四周寫着中文，上刻

“解此番字周圍真經”，左右分別寫有“天主之名當

中”和“益揚乾坤明教”，下半有“天主實錄正文”

幾個大字。

2）內容：其內容和表達形式更是中西合璧的，

“是一位中國教外學人詢問種種問題，一位歐洲神父

一一回答”（21），也就是通過非信徒的中國人和西方

神父之間的對話，闡明“天主教之根本道理，給外

教人以聖教初步的認識”（22），既是一本要理問答，

又是一部天主教教義，全面地闡述了西方基督教的

教理。羅明堅首次把基督教義中的 Deus 譯為“天

主”，還創造性地翻譯了許多術語，如寵愛、天

堂、魔鬼、地獄等等，這些譯法一直沿用至今。此

書最後落款為：“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天竺

國僧書”〔即此書定稿時間為 1584年 9月 21日〕、

“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目錄”、“新編天主實錄”。

書後有附頁：1.祖傳天主十誡（黑體印刷）；2.祖傳

天主十誡（藍體印刷）；3.拜告。（23）

歐洲人在華出版的第一本漢文書籍《天主實錄》

選自 Jack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in STVDIA, N.o 12 (Julho -1963),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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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行方式：這本由歐人寫的關於西方宗教的

中文著作，經由多位中國人為其潤色修改（24），然後

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術印刷。可見無論是其內容

或是印行都是中西合璧的，充分體現了中西方文化

高度的交匯與融合。儘管《天主實錄》撰寫的水準不

高，但它是歐洲人在中國編著、出版的第一本中文

書籍，無論在傳教史上或是傳教士在華出版史上均

有重要意義。

（二）刻印地點及版本

《天主實錄》的初版是用雕版刻印的，有兩本被

送往梵蒂岡（其中一本用絲綢印刷），現均存於羅馬

耶穌會檔案館。（25）現在上海徐匯樓亦有再版的藏

書。但這本書的初版具體是在澳門，或是在廣州、

肇慶刻印，目前尚有爭議。著名葡萄牙學者白樂嘉

認為此書印於澳門：據里斯本檔案館的一份檔案記

載，羅明堅神父在澳門準備了一本由中國學者用中

文書寫的教義問答手冊，（⋯⋯）他印刷了這本中文

版的《教義問答》並傳播到中國各地。由於書目學家

不熟知里斯本的這份古老的檔案，誤以為這本書不

是在澳門而是在中國的其它地方出版。（26）另一位葡

萄牙學者施美麗也認為此書刻於澳門：“澳門的耶

穌會教徒用傳統的木版雕刻印刷術印製了第一部由

歐洲人指導編著的中文書籍。（⋯⋯）他（指羅明堅）

請了一位書法雕刻師傅，將全書一字一字地雕刻在

木板上，而後印製成書在中國傳播。”（27）裴化行著

的《利瑪竇神父傳》則認為此書刻於肇慶（依據德禮

賢編的《利瑪竇全集》）。（28）然而，費賴之說此書

“是為歐羅巴人最初用華語寫成的教義綱領，於1584

年月11月抄刻於廣州”（29），另有其他中國學者也認

同此書出版於廣州，如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

傳》引用了此說法。（30）張靜等在《五千年中外文化

交流史》中寫道：“（羅明堅）用中文寫了一本《天

主實錄》，宣揚天主教，該書曾於 1584 年刻於廣

州，流傳很廣。”（31）中外關係史研究者沈定平認為

此書是“在廣州由傳教士自己購置的機器付印出

版”（32）。

《天主實錄》曾多次重印，因而有多個版本，羅

馬耶穌會檔案館就藏有四種刻本：

1）編號 Jap. Sin, I 189，書名為“新編天主聖

教實錄”，最後落款為“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

天竺國僧書”。這是初版，上文已作介紹。

2）編號 Jap. Sin. I 189a，書名為“新編天主聖

教實錄”，完全為初版本的影印本。

3）Jap. Sin. I 190，書名為“天主實錄”，內容

與前兩版本相比，落款多了“天竺國僧明堅撰”，後

面則沒有了附頁。

4）Jap. Sin. I 55，書名為“天主聖教實錄”，

此書扉頁有耶穌會會徽，但會徽周圍無字，落款為

“耶穌會後學羅明堅述”。（33）

第四個版本，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藏本，據

方豪考證，這個重訂本有三位重訂人，其中孟儒望

（P. Monteiro）崇禎十年（1637）來華，可斷定這是

晚出的本子。（34） 1594年，耶穌會批准了利瑪竇去

僧服、着儒服的建議（35），隨之是 1595年停止散發

初版的《天主實錄》，甚至印刷雕版也在 1596年上

半年銷毀了，因為“據認為這本書過於簡單，尤其

是其中佛教用語到處可見”（36）。這樣看來，第四個

版本應該是 1637年後耶穌會士經過修訂重新刻版印

刷，因而已拋棄了前三個版本的落款“天竺國僧”字

眼，改為“耶穌會後學羅明堅述”。再看第三個版

本，羅明堅在落款處仍自稱為“天竺國僧”，可推斷

這個版本是在 1594年之前刻的。前兩個刻本的內容

完全一樣，都是最早的版本。極有可能這兩個最早

的刻本 1584年分別印刷出版於廣州和澳門。

羅明堅在范禮安神父的指導下，編著《拉丁文 -

中文辭典》，於 1585年在澳門印刷出版。這本辭典

應該是西方傳教士著作、出版的第一部學習中文的

工具書，其手稿現存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3 7）

1588年11月20日，羅明堅奉命回羅馬“請教宗派遣

使節來華，和中國皇帝通好”（38）。教皇遣使計劃最

終被束之高閣，羅明堅被送回意大利。由於與利瑪

竇在傳教策略上有分歧，羅明堅不能再回到中國繼

續其傳教事業，祇好默默地在家鄉著書、傳教，直

到 1607年 5月 11日平安去世。（39）作為中國傳教事

業的開創者，他在基督教史上永遠佔據着一席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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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漢學的奠基人   　 利瑪竇

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是

最出名的來華西方傳教士，他首次正式地向中國介

紹了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同時也向西方介紹了中

國的歷史文化。學術界關於利瑪竇的研究已是碩果

纍纍，此處僅對其來華早期在穗澳兩地的著作、出

版活動作一簡單勾勒。

一、利瑪竇學習中文

按明朝的規定，祇有三種外國人能進入中國內

地：在職的公使；伴隨公使而來的商人；仰慕中國

的文化政治而來的外人，並可得到居留權。（40）因

而，無論是利瑪竇或是羅明堅，為了取得在中國的

居留權都有意無意都在表面上把自己定位為“仰慕

中國文化政治而來的外人” 。利瑪竇來華後的首要任

務是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憑着他驚人的記憶力及過

人的才華，利瑪竇的中文水準很快就超越了先他而

到中國的羅明堅。他明智地廢棄了和尚裝束改穿儒

服，向士大夫靠攏。他通讀中國儒家經典，充分瞭

解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看到了書籍對於中國士人

的吸引力，於是殫精竭慮用中文撰寫並出版了大量

著作。可以說，學問和著作，是他得以平安居留在

中國的重要因素。他在寫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的信中

也道出了這種認識：“（⋯⋯）另外一個因素是我所

撰寫的書為我們的居留也有了保證，我們的教友朋

友與非教友也知道很清楚，我們來到中國是為締造

和平、勵德修身，要人服從帝王而來，而非為交

戰、作亂而來。”（41）利瑪竇正是利用他們的學問和

他們撰寫的書籍，先與中國的有識之士接觸來往 ，

引起同情，在無形之中灌輸基督教的道理，使耶穌

會在中國立穩了腳跟。

二、取得中國傳教團的印刷許可權

利瑪竇認識到，對中國人直接傳教是行不通

的。他認為，在中國禁教的情況下，“用書籍傳教

是最方便的方法，因為書籍可以在任何地方暢行無

阻”，如果把有關天主教的一切“皆筆之於書，那麼

聖教會祇要一些指點與訓誨便可因而自傳了，尤其

是在沒有神父的地方”（42）。基於對書籍傳教力量的

深刻認識，利瑪竇去信耶穌會總會長，指出中國傳

教團沒有印刷許可權是如何被動。他在信中指出了

這種困境：“很多中國人要我多撰寫些東西，介紹

西洋科學，但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沒有獲得印

刷的許可，沒有總會長准許，也無印度審查長的應

允。”（43）他們撰寫的書籍必須要經總會長或印度審

查長審批之後才能印刷，這在交通落後的時代，是

一件相當麻煩費力的事情，寫好的書籍往往不能及

時出版。因此利瑪竇在信中再次強調書籍的重要作

用，並建議耶穌會把書籍審查和印刷許可權交給中

國傳教團：“我以為您應把印刷許可權賜給本區會

長，以便能快速出版有關書籍，在審查後便可印

刷，正如在日本一樣，不必件件須從印度審查長處

獲此特准。這為中國特別重要，因為所有教派多以

書籍，而不以口講作宣傳；獲取高官厚祿也是利用

撰寫佳作，而不是利用口才獲得。無論如何，凡書

籍既已獲得省會長的准許，祇要讓通中文的人再校

正一下，就可出版。”（44）

在利瑪竇的努力之下，印刷書籍的許可權終於

交付給中國傳教團。這意味着耶穌會在華的印刷活

動有了自主權，為他們在華大規模開展印刷出版活

動提供了可能性。

三、在穗澳的著作與出版

利瑪竇在華活動生涯中用中文撰寫並出版了大

量的著作，然而，穗澳地區僅是他進入內地傳教的

跳板，他在這兩地的逗留時間不多，但是他在這裡

出版的著作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一）《中國之奇異》：利瑪竇自從 1582年 8月

在澳門登岸後，立刻幫助范禮安編了一部書《中國

之奇異》。此書內容豐富，囊括了“人民、城鎮、天

然物產、地土肥瘠情形，朝廷收入，各地財富，內

地稅收、工業管理、政府內政，可謂應有盡有，是

一部很完備的參考書籍。（⋯⋯）伴同這部書發行

的，有一張由利瑪竇按照中國典籍繪成的〈中國全

圖〉”。（45）這部書被收在范禮安神父所著的《聖方

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三章，但有時也單獨刊行。

它應是利瑪竇來華後參與撰寫的第一本書。他初到

中國，書中對中國文明及其概況的描述，難免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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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準確的地方，但這部書為外國人瞭解中國提供了

不少有價值的資訊。

（二）《對話》：安．貝萊神父（Henri Bernard）在

《利瑪竇神父和當時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到，澳門耶穌

會傳教士於1590年印刷了利瑪竇的著作《對話》。（46）

（三）《天主實義》：它是利瑪竇著作中最具影響

力的宗教書籍之一。利瑪竇來華不久就參與了羅明

堅的《天主實錄》一書的修改，後來隨着他的中文水

準不斷提高，認識到這部書佛教用語到處可見，存

在很多不足之處，於是停止散發這本書，並按范禮

安的要求另寫一部。范禮安要他“既不放棄原來依

據天然秩序而運用的理由，又引述中國典籍以權威

論據予以論證”（47）。利瑪竇沒有讓范禮安失望，他

引經據典地用流暢的文筆寫出了著名的《天主實

義》。此書以中國儒家思想來解釋天主教教義，試

圖調和兩種不同背景的文化傳統。它對中國士大夫

的心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連中國最高統治者也感

到不容忽視：“清康熙因着它的潛移默導，竟於

1692年 3月 22日頒了一道解放宗教的詔諭。即便是

壓迫天主教的乾隆，也把它收入《四庫全書》。”（48）

這本書於1595在南昌出版，初名“天學實義”，1630

年以前在北京、杭州、廣州等地再版五次以上，

1630年後再版之次數已經多得無法統計。

1608年，利瑪竇致信給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

父，告訴他《天主實義》在日本也很受重視，范禮安

在廣州重印了一批，專門是送往日本的，因為“中

文編譯的書在日本也可通用”。（49）方豪在《中國天

主教史論叢》一書中提到范禮安將這本書重印於澳

門。（50） 1604年，此書被譯為日文，在澳門重印了

三次。（51）僅由此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利瑪竇的著作

受人重視的程度。作為西方漢學的奠基人，利瑪竇

在傳教士出版活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澳門首套鉛活字印刷設備的引進者范禮安

1 6 世紀末，耶穌會士范禮安（A l e s s a n d r o

Valignano, 1538-1606）首次把鉛活字印刷設備帶到

了澳門，這是中國印刷術西傳改進後的第一次再回

“娘家”，掀開了中國使用活字印刷機器的序幕，雖

然它未對中國的印刷業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但它揭開

了近代機械印刷業的先聲，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范禮安的傳教策略

范禮安於 1538年 12月 20日生於意大利的希埃

蒂城（Chieti）阿布魯（Abruzzi）。十八歲在巴度阿

（Pádua）大學民法系獲博士學位， 1566年加入耶穌

會。 1573年 8月，他奉教團總主持艾．梅圖里亞奴

（Everardo Mercuriano）之命去日本和印度傳教。范

禮安於 1578年首次途經澳門，次年即提出派遣神父

到中國傳教，希望開啟中國的傳教事業。 1582年，

范禮安促成了第一個日本基督教使團前往羅馬學

習，並於 3月 2日陪同四位日本使節（52）離開日本，

一週後到達澳門，逗留了九個多月。這是范禮安第

二次抵達澳門，正是這次訪問，讓范禮安把主要的

注意力放在了中國的傳教事業上。（53）看到羅明堅等

在澳門的傳教活動進展緩慢，仍未能進入中國內地

傳教，范禮安在澳門打開房間的窗戶，含着眼淚，

充滿嚮往地看着中國內陸喟然歎道：“巖石呀巖

石，你何時才打開？”（54）

當時，“凡是領洗入教的中國人，都要變成葡

萄牙國人或西班牙國人。在姓名、服裝、風俗上都

要按照葡、班兩國的式樣”（55），澳門的葡萄牙傳教

士對皈化中國人的前景感到悲觀，甚至對初到的羅

明堅說：“任何改變中國人的信仰的努力都是浪費

時間，就像試圖把一個埃塞俄比亞人變成白人一

樣。” 范禮安非常惱火，命令神父們不要試圖把為數

不多的中國教徒“葡萄牙化”（56），他在詳盡地瞭解

中國國情之後，徹底改變了耶穌會的傳教方針。他

認為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泱泱大國，

與其使中國人葡化，不如使傳教士中國化，提出入

教的中國人固然仍舊是中國樣子，西洋的傳教士也

都要“中國化”。范禮安認為如果不懂中文，根本無

法使中國人信奉天主教，因而指示傳教士要悉心學

習中國語言文字並用中文撰寫教義教理。范禮安的

傳教方針是正確的，他被喻為“中國的傳教之父”。

二、日本基督教團從歐洲帶回了活字印刷設備

具有遠見卓識的范禮安神父認識到印刷機器將

成為遠東傳教有力的輔助工具，在他多方努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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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587年，日本基督教使團帶着夢寐以求的全套

活字印刷設備從羅馬返回日本，使團中有兩位日本

人已在葡萄牙學會了印刷技術。日本基督教使團返

程中到達果阿的時候，范禮安神父被告知結束了印

度教區大主教的職務，他可以重新率領日本使團去

日本進行傳教活動了。他們從果阿乘船，準備經澳

門前往日本。  使團於 1588年 8月 11日到達澳門，

他們發現必須在此等候，不祇是為了等待下一季節

季風的到來（57），更是為了等待適宜的時機。這是因

為豐臣秀吉（Hideyoshi）於 1587年 7月 24日頒佈

“禁教令”，強令所有傳教士在二十天內離開日本，

並強行限制外國人，尤其是傳教士進入日本。范禮

安沒有想到，就在“天正少年使團”在歐洲巡遊引起

轟動的同時，日本教會卻因豐臣秀吉的“禁教令”遭

到了沉重的打擊。為了避免刺激仇視基督教的豐臣

秀吉，范禮安祇好使用掩耳盜鈴的手法，寫信給豐

臣秀吉聲稱自己是印度總督委任的外交使節，試圖

以這一身份進入日本。這樣，范禮安神父和使團、

隨從人員被迫停留在“阿媽港的天主聖名之城”中的

耶穌會學院總部，等待來自豐臣秀吉的答覆。（58）

三、澳門第一個西式印刷所

1588年 10月，在澳門等待前往日本的期間，范

禮安神父把印刷機器安置到耶穌會開設的聖保祿公

學（聖保祿學院的前身），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澳門

第一個西式印刷所（59），以充分地發揮這套先進的活

字印刷機器的作用。此時的印刷所尚未有中文鉛

字，祇有西文鉛字以及日本旅歐傳教團的成員帶回

的日本字字模，印刷工作主要由以下兩位日本旅歐

傳教使團成員及一位尼伯爾人負責：

1）依爾芒．若熱．德．洛約拉，日本人，旅歐

傳教團中出類拔萃者，在葡萄牙學會印刷技術，

1589年死於澳門，是日本旅歐傳教使團中唯一沒有

回到故土的人。

2）康斯坦蒂諾．多拉多，日本人，旅歐傳教團

成員，講授理課教師的助手，1617年在澳門參加耶穌

會。他在葡萄牙學會印刷技術，帶回了印刷模子。

3）依爾芒．喬瓦尼．巴蒂斯塔．佩斯切（Iramo

Giovanni Bathista Pesce），尼伯爾人，被稱為“尼

伯爾印刷機之王”，參加了澳門活字印刷的頭兩次

工作。 1627年死於澳門。（60）

這幾位活字印刷能手在范禮安神父的指導下，

為澳門的活字印刷事業開闢了道路：1588年末，他

們印行了第一本書：拉丁文版《基督教幼教 　   青

少年行為指南》（見圖， Christiani Pveri Institvtio,

Adolescentiaeqve perfugium），這不僅是澳門用活

字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中國使用歐洲鉛活字

印刷的第一本書，可以說是西方活字印刷術首次來

到中國的標誌。這本書看似由日本使節從歐洲帶回來

的 （6 1 ） ，原作者是若奧．博尼法西奧（ J o ã o

Bonifácio），由范禮安神父編輯，改寫後重印（此書

於 1575年在薩拉馬克（Salamanca）首次出版，隨後

在布格斯（Burgos）再版過），共 252頁，題名上還

中國使用歐洲鉛活字印刷的第一本書：拉丁文著作

《基督教幼教  　 青少年行為指南》的封面， 1588

年開印於澳門，作者為耶穌會士若奧．博尼法西奧。

選自《大三巴牌坊：永垂青史的紀念碑》第 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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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印於1588年。現僅有一本存於里斯本的阿茹達宮

殿圖書館。（62）此書後來一再重印，從16世紀到17世

紀20年代共印刷了八次之多，可見其對傳教所具有的

重要價值。其內容是聖經、天主教教義和經典作品的

摘要，是一本教育天主教兒童必不可少的讀本。（63）

1588年11月22日范禮安神父在澳門收到了日本

當局的回覆，被告知“如果他真是印度總督派來的

使節，那將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每年一次來往於

澳門－日本的商船剛剛起錨（64），他們祇好留在澳門

繼續等待。

1590年，范禮安在澳門印行了拉丁文版《天正遣

歐使節記》（De Missione Legatorv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此書詳盡地記載了日本傳教團在

歐洲受到最熱烈、最激動人心的接待及在歐洲各地的

見聞。他們在羅馬受到光榮的接見，在聖彼得及這座

聖城中的其他地方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慶典，所有這些

均在書中作了詳細描述。該書是由范禮安、孟三德

（Pe. Eduardo de Sande）、利瑪竇等多名耶穌會士共

同撰寫的。當時孟三德神父在澳門擔任中國傳教會會

長，范禮安要求孟三德將原來為西班牙文的初稿譯為

拉丁文，在澳門刊印出版作為日本神學院的拉丁文教

材。該書現存十二本。 1592年，蒂尤斯（Madre de

Dios）把這本書從澳門帶回了歐洲。年輕的英國地理

學家理查．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  1533-

1616）想方設法得到此書，並從中取出一部分譯成英

語於1599年出版，書名為《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

航行、交通和發現》。哈克盧伊特譯印這本書時，並

沒有提到此書作者的姓名。書中介紹了中國的疆域、

皇家稅收、北部邊防、長城、人口、府縣數目、中國

歷史上的內戰及戰亂帶給人民的苦難、手工業（包括

製瓷、印刷、製炮）、繪圖、航海、天文、農作物、

宗教、政府組織、內閣、官員的陞遷、皇帝和皇室

等。這本書最有意義的地方，就是較為詳細和準確地

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該國的文字幾乎是無數的，

而且極為有趣。（⋯⋯）由於這些文字學習的精進，

就像我們歐洲人那樣，習慣於在優秀的學生中間設立

下、中、上三種學階。擁有第一種學階 (即下級學階)

的人稱為秀才( s i n s a i ) ，第二種學階稱為舉人

(Quiugin)，第三種學階稱為進士（Chinzu）。” 這部

分內容是由孟三德寫的，應該包括他在中國的親身體

驗。（65）書中還第一次由西方人向外部介紹了中國的

三大宗教 　  佛、道、儒三教，尤其是儒教。在某

種意義上，這些內容是 16世紀末歐洲人中國觀的一個

縮寫。（66）據學者們的研究表明：“上述談論中國的專

章是西班牙原文中沒有的，它是孟三德和范禮安共同增

補列入的。關於此舉的目的，人們認為，它不僅是要向

日本人傳達情況，而且是想利用此書的印刷出版，向歐

洲通報中國國情以及教會面臨很大困難。”（67）

此外，其間至少還有一本以上的書在澳門出

版，如 Senazario Emmendado，可惜已佚存。據羅

．麥西亞（Lourenço Mexia）神父考證，此書於1589

年 1 0 月 8 日之前印於澳門，大概是迦．桑那甲農

（Iacopo Sannazzaro）的詩選。（68）

印刷所一年多以來出版的均為西文書籍。按范

禮安的指示，出版的書籍部分留給中國的傳教士，

其餘的由他們日後帶往日本。 1590年 6月 29日，范

禮安神父以印度總督使節的身份率日本使團離開澳

門赴日本，並於 1590年 7月 21日到達日本長崎。范

禮安帶去了整套的印刷機器，在日本京都、勝田、天

草等地印刷了大量書籍。（69）1612年，日本幕府再次

重申禁教令，並於 1614 年開始驅逐、迫害耶穌會

士。正因這一迫害，“耶穌會士決定將寶貴的印刷

機運往耶穌會安全的大本營  　 澳門，重新安裝在

聖保祿學院。”（70）1620年，這套機器在澳門留下了

它最後一次印行：《日語語言藝術》（Arte Breve da

L i n g o a  J a p a n）。這是由陸若漢神父（ J o ã o

Rodrigues）撰寫的日本語法書，與《天主實錄》的

扉頁一樣，此書扉頁中間的橢圓形正中心也印有十

字架及耶穌會的標誌“IHS”，封面上寫有“印刷於

中國澳門聖保祿學院”等字樣。之後，這套設備被

賣給了馬尼拉奧古斯丁教會。（71）

這臺印刷機器往返於澳門與日本之間，一共印

刷了多少書籍，至今已難以得出確切的數字。但

是，根據日本東京上智大學（Universidade Sophia

de Tóquio）教授羅雷斯神父（Joannes Laures）搜集

的結果，現存書籍三十本，另外僅知書名但已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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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有二十五本，總計有五十五本。其中有三十本

是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印刷的，其餘是在日本印刷

的。（72）這些在澳門印行的書籍，隨着聖保祿學院的

師生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必定流傳到了中國各地，

為傳播天主教發揮了作用。

范禮安神父在澳門成立的第一個西式印刷所，應

該也是中國第一個西式的印刷所。可惜這套先進的印

刷設備在印刷所僅停留了六年多（1590-1614年在日

本），也沒有製造出中文活字用以印刷中文書籍，如

果把它作為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之始未免過於牽

強。在歷史的舞臺中，這更像是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

中國的一個開幕式。范禮安作為澳門的首套鉛活字印

刷設備的引進者，無疑是這個開幕式上的主角。

結　語

16世紀末，范禮安確立了使傳教士中國化的適

應性傳教策略。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

竇忠實地執行范禮安的傳教策略，努力學習中國語

言和研究中國文化，他們以中文著書或翻譯西方的

著作，並印刷出版用以輔助傳教。縱觀耶穌會士在

穗澳兩地出版的書籍，大部分是神學出版物，充分

體現他們的出版活動主要是為了傳播基督文化；其

次是關於語言學習的著作，據此可知，耶穌會士在

發展傳教事業的過程中為解決語言的障礙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另外還有關於文學的出版物。羅明堅把

中國的經典著作《三字經》翻譯成拉丁文出版，多次

把《三字經》寄回歐洲。他又和利瑪竇一起研究、翻

譯《四書》。（73）《四書》手稿被寄回意大利，雖然

沒有印行，不能廣泛流傳，但為當時的歐洲人瞭解

中國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戶，為後來中國儒家經籍

流行於歐洲各國並形成“中國熱”奠定了基礎。羅明

堅、利瑪竇致力於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而成為了

西方漢學研究的先驅，澳門和廣州也因此成為早期

漢學活動的基地。我們應該肯定，耶穌會士在編印

著作宣揚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時，促進了中國優秀傳

統文化向歐洲國家的傳播，促成了西方漢學的發

軔，對中國印刷出版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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